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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延遲策略下的政府環境誘因 
管制分析 
翁仁甫*、梁雅婷** 

摘  要 

鑒於過往關於資訊不對稱下的環境管制分析，皆未將環境管制當局可採取延遲 

(delay) 策略，做為管制政策工具的可能性納入討論的範圍。本研究擬擴展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當事-代理 (principal-agent) 環境管制分析架構，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可

以採取延遲策略，做為其環境誘因管制 (environmental incentive regulation) 工具的可能性

納入考慮，建構一個考慮延遲策略的環境誘因管制模型，進行政府環境誘因管制措施的

福利與經濟影響效果分析，我們除了將探究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藉由

採取延遲策略來達成提升社會福利水準的目的外，亦將針對受管制廠商之國籍別（本國

或外國籍），對於資訊不對稱下政府最適環境管制措施的可能影響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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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納入延遲策略下的政府環境誘因 
管制分析 
翁仁甫、梁雅婷 

壹、前言 

管制經濟學 (regulation economics) 發展至 1980 年代，正式邁入了新管制經濟學 

(new regulation economics) 時代，新管制經濟學置重點於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間的契約關

係以及當事 -代理  (principal-agent) 分析方法的應用，強調資訊不對稱  (asymmetric 

information)，以及如何利用誘因理論 (theory of incentives) 來解決資訊不對稱所引發的問

題。新管制經濟學涵蓋的研究方向其實相當多元化，例如環境管制、研究發展經濟、消

費者保護、金融活動管制等等，都包含在新管制經濟學的討論範疇當中，本文擬針對新

管制經濟學中的環境管制問題進行進一步探討。 

環境管制的政策工具很多，例如：污染排放管制、皮古稅 (Pigouvian tax)、對於污染

減量的補貼、拍賣汙染排放許可證、押金退款制度 (deposit refund system) 等，政策工具

的選擇已經成為環境經濟學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Cropper and Oates (1992) 對於這個問

題有詳細的回顧，Segerson (1996) 以及 Lewis (1996) 也有相關討論。 

然而，環境管制分析最初是在訊息完全 (complete information) 的情況下進行討論，

在這一情況下，為了解決污染外部性的問題，管制者基本上可以對廠商的汙染排放進行

直接管制或者是課徵租稅（此種租稅即一般所謂的皮古稅），這是因為在訊息完全的情

況下，管制者可以事先精確的掌握最適污染量。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由於不確定性因素

的存在，管制者基本上並無法在政策規劃階段便確切知悉最適污染量，同時，管制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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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制者之間也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因此，忽略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以及管制者

與被管制者之間所存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便成為傳統環境管制分析的一項缺憾。 

為了彌補傳統環境管制分析的上述不足，自 1970 年代以後，許多學者開始在存在不

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從事環境管制研究，這一系列的文獻包括 Weitzman (1974)、Adar and 

Griffin (1976)、Fishelson (1976) 以及 Roberts and Spence (1976)。同時，為了處理資訊不

對稱下的經濟分析問題而發展出來的誘因理論以及當事-代理模型，也在此一時期逐漸發

展成熟，並成為當今研究資訊不對稱經濟問題的主要分析架構。舉例而言， Mirrlees (1971) 

將此一架構運用在所得稅分析，Baron and Myerson (1982) 將其應用在獨占廠商的管制分

析，而 Maskin and Riley (1984) 則是透過這類模型進行差別取價分析，關於誘因理論的

其他應用，可參考 Laffont and Tirole (1993)、Salanie (1997)、Laffont (2000) 以及 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2)，在這些文獻當中，當然也包括了以資訊不對稱下的環境管制問題為

探討主題的研究，其中 Baron (1985a, 1985b) 擴展 Baron and Myerson (1982) 探討自然獨

占廠商管制問題的分析架構來從事環境管制分析， Laffont (1994) 運用當事-代理模型，

在管制者和廠商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探討污染管制問題，這篇文章除了建立

外部性管制分析的一般化架構外，並將討論的範圍進一步延伸至非點源污染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1 的層面。Boyer and Laffont (1999) 則是以政治經濟及公共選擇的角度切

入，試圖對於環境政策形成的政治背景提出解釋。 

另一方面，Ueng and Yang (2005a, 2005b) 及翁仁甫 (2007) 發現在資訊不對稱的情

況下，政府管制當局或當事人 (principal) 將可以藉由採取延遲策略，鬆綁相關誘因相容

限制條件，並藉以達成降低成本性訊息租金的目的，同時，由於上述效果的存在，使得

政府管制當局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可以透過運用延遲策略，來做為提升社會福利水準之

                                                                                                                                                         
1 污染狀況依污染源特性可分為：點源污染  (point source pollution) 與非點源污染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污染排放來自單一可鑑定的來源，如工廠或家庭的煙囪、

排水溝、汽車排氣管等，稱為點源污染。若污染物進入空氣、水或土壤後，因擴散而

不易鑑定其來源，稱為非點源污染，如都市雨水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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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其中，Ueng and Yang (2005a, 2005b) 係將上述概念分別運用在 Laffont and 

Tirole (1993) 的政府管制、採購分析以及 Salanie (1997) 的獨占差別取價分析架構上，翁

仁甫 (2007) 則是進一步將此一想法應用於 Laffont (2000) 分析政府當局公共財貨提供

問題的模型架構。值得注意的是，過往關於資訊不對稱下的環境管制分析，包括先前所

提及的 Baron (1985a, 1985b)、Laffont (1994) 以及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等文，皆未曾

將環境管制當局（一國的環境管制當局多半為環境保護署(EPA)）採取延遲策略做為管制

政策工具的可能性納入考慮2，本研究即希望能夠補足上述缺口，藉由擴展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當事-代理環境管制分析架構3，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可以選擇採取延遲

策略做為環境誘因管制工具之可能性納入考慮，進行政府環境誘因管制措施的福利與經

濟影響效果分析。我們除了將探究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藉由採取延遲

策略搭配相關環境誘因管制政策工具來達成提升社會福利水準的目的外，亦將針對受管

制廠商之國籍別（本國或外國籍）對於政府最適環境管制措施的可能影響提出說明。 

貳、模型與分析 

如前已述，本文擬以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當事-代理環境管制分析架構為基

礎，進一步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可以選擇採取延遲策略，做為環境誘因管制工具之可

能性納入考慮，建構一個考慮延遲策略的環境誘因管制模型，進行政府環境誘因管制措

施的福利與經濟影響效果分析。以下便就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模型架構進行簡略

說明。 

                                                                                                                                                         
2 這裡所謂的延遲策略，是指環境管制當局延後環境誘因契約執行時間點的策略性作法。 
3 如正文所述，Laffont (1994) 在存在訊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建立了外部性管制分析的一

般化模型架構，Boyer and Laffont (1999) 則是進一步利用此類分析模型，對環境政策形

成的政治背景提出解釋，本文將延續他們的模型架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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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oyer and Laffont (1999) 模型概述 

Boyer and Laffont (1999) 考慮的是政府授權給一個自然獨占廠商，來執行並實現一

項特定的公共計畫，而此一公共計畫之完成所能創造的社會價值，將會是以 S 表示的固

定值，又此一計畫實現之成本函數為： 

 
 ( , ) ( )C d k dθ θ= −     (1) 

 
上述由 (1) 式所表示的成本函數當中，k 值為一固定常數，d 為伴隨計畫完成所製造

的污染量，而θ 為廠商的成本特性，又當 k d≤ 時，獨占廠商實現計畫之成本將等於或小

於零（即此時 0C ≤ ），為了排除此一不合理情況的發生，我們將在 k d> 的前提下進行

分析，此外，成本特性θ 為自然獨占廠商之私有訊息。這樣，在給定污染量 d 底下（由

於 k 為一固定常數，因此當 d 既定下， ( )k d− 亦將成為固定值），θ 的大小即可用以衡

量廠商實現相關公共計畫的相對效率狀態，詳言之，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即在 ( )k d− 固

定下），若廠商所對應的θ 值較高，代表了此一廠商相對於其他廠商，為了讓公共計畫

實現，需耗費較高的成本，因而其生產效率將相對較低。 

實際上，在 (1) 式的成本函數設定下： 

 
 dC θ= −  

 
這意味廠商降低一單位的污染排放量，將會使成本增加θ 元，又： 

 
 1dC θ = −  

 
這則是表示隨著θ 提高一元，廠商降低一單位污染排放量的邊際成本也會提高一塊

錢。 

如此，在上述成本函數設定底下，廠商的生產能力（效率）與降低污染水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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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之間所呈現的，將會是正向關係。在存在單維度 (one dimension) 的非對稱訊息

下，上述生產力與污染排除能力間具有正向關係的假設，相較於其他設定而言（設定廠

商的生產能力與降低污染能力呈反向關係），似乎較為符合現實狀況同時也較為有趣。 

另外，關於反映廠商成本特性的θ 值方面，則是假設 { , }θ θ θ∈ ，並且以 θ∆ 表示θ 與

θ 之間的差異，即 θ θ θ∆ = − ，又由於設定θ 為自然獨占廠商之私有訊息，因而只有自然

獨占廠商可能確切知悉θ 值究竟為θ 亦或是θ ，相對的，就政府環境管制當局而言，在廠

商成本特性方面，假設其僅能掌握θ θ= 以及θ θ= 之發生機率將分別為 v 以及 (1 )v− （即

僅能掌握 ( )p vθ θ= = 以及 ( ) (1 )p vθ θ= = − ）。 

再者，以 t 表示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對於執行計畫自然獨占廠商的補償性貨幣（名目）

轉移金。這樣，就廠商而言，執行並實現此一計畫將可以獲取以下的利潤（租利(rent)）： 

 
 ( , ) ( )U t C d t k dθ θ= − = − −  (2) 

 
至於廠商排放污染所引發的社會負效用將被表示為 ( )V d ，並且 0V ′ > ， 0V ′′ > 。如

此，消費者之福利（以消費者剩餘衡量）將會是： 

 
 ( ) (1 )S V d tλ− − +   (3) 

 
第 (3) 式中的 λ 一項，乃是政府透過課徵間接稅募集公基金來融通 t 所造成之邊際

無謂損失（邊際超額負擔）。 

至於模型中的環境管制當局，被設定為慈善的社會福利極大追求者，同時社會福利

函數則是呈現功利主義式的函數型態，如此，當模型中的自然獨占廠商，為股份全由本

國人士持有之本國廠商時4，社會福利函數將為： 

 

                                                                                                                                                         
4 本文稍後將進一步探討自然獨占廠商並非股份全由本國人士持有之本國廠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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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W S V d t t k dλ θ= − − + + − −  

 ( ) (1 ) ( )S V d k d Uλ θ λ= − − + − −    (4) 

 
值得說明的是，在上述社會福利函數下，我們進一步假設模型中的 S 值大到足以使

此一公共計畫之實現，在任何情況下都令社會期待（即可使社會福利為正值）。 

這樣，在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模型設定下，當訊息為完全時，亦即當環境管

制當局也能充分掌握廠商的成本（效率）型態時，追求社會福利極大之管制當局將設定： 

 
 ( ) (1 )V d λ θ′ = +    (5.1) 

 
以及： 

 
  ( )t k dθ= −   (5.2) 

 
(5.1) 式顯示，在不存在非對稱訊息的情況下，廠商的污染排放量，將會是可以使污

染排放之邊際社會成本等於其邊際社會利益的效率排放水準  (efficient level of 

pollution)5 ，又 (5.2) 式展示在此一情況下，廠商將不存在超額利潤，這主要是因為當

0λ > 時，由 (4) 式可知，政府環境管制當局提供廠商超額利潤（租金(rent)）6，將會是

具有社會成本的（也就是會讓社會福利下降）。 

另一方面，在訊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如果以 ( t , d ) 表示政府環境管制當局所提出對

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並且內容包含補償性貨幣轉移金以及污染排放水準的契 

                                                                                                                                                         
5 嚴格而言，由於模型中的公基金係由課徵扭曲性的間接稅來融通，所以經濟體系並非

真正的處於最佳 (first best) 狀態，而此處所謂的效率排放水準，指的是可以使污染排

放之邊際社會成本等於其邊際社會利益的排放量。 
6 在當事-代理分析架構下，給予代理人之利潤（效用）超過保留水準（通常設為零）的

部分，習慣上被稱為是租金 (rent) 。 



−204−  納入延遲策略下的政府環境誘因管制分析 

(8) 

約，( t , d ) 表示管制當局所提出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並且內容包含補償性

貨幣轉移金以及污染排放水準的契約，那麼，可使預期社會福利極大的最適契約組合當

中的污染排放量必須滿足： 

 
 ( ) (1 )V d λ θ′ = +    (6) 

 
以及： 

 

 ( ) (1 )
(1 )

vV d
v

λ θ λ θ′ = + + ∆
−

   (7) 

 
(6) 式顯示 d 會維持在效率水準 ，另透過 (7) 式則是可以看出 d 會大於效率水準7。 

二、納入延遲策略下的環境誘因管制分析 

以上我們簡略的回顧了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模型架構與一些基本發現，接下

來我們便將以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模型為基礎，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可以選擇採

取延遲策略，做為環境誘因管制工具之可能性納入考慮，建構一個納入延遲策略下的環

境誘因管制分析模型，以進行政府環境誘因管制措施的福利與經濟影響效果分析。 

將環境管制當局採取延遲策略進行環境誘因管制的可能性納入考慮後，管制當局與

計畫執行廠商之間所訂定的契約，其內容除了仍舊包含補償性貨幣轉移金以及污染排放

水準外，契約中將另外明訂計畫的執行時間點，詳言之，如果我們以 LD 表示對應於低成

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契約執行時間點的延遲期數， HD 代表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

型態廠商的契約執行時間點的延遲期數，則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的契約內容將

                                                                                                                                                         
7 關於正文中 (6)、(7) 兩式的詳細推演過程，以及其背後的經濟涵意，請參考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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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 ( t , d , LD )，而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的契約內容則會是 ( , , )Ht d D 。 

如此，當我們將環境管制當局採取延遲策略進行環境誘因管制的可能性納入考慮

後，若政府環境管制當局與廠商所面對的貼現因子分別為 0 1Gδ< < 以及 0 1Fδ< < ，則政

府環境管制當局的目標函數將會成為： 

 
 ( ) ( ) [ ( ) (1 ) ( ) ]LD

GE W v S V d k d Uδ λ θ λ= − − + − −  

 (1 )( ) [ ( ) (1 ) ( ) ]HD
Gv S V d k d Uδ λ θ λ+ − − − + − −   (8) 

 
同時，在此一情況下，環境管制當局所面對的誘因相容(IC)與個人理性(IR)限制條件

將分別為： 

 
 ( ) [ ( )] ( ) ( ( ))L HD D

F Ft k d t k dδ θ δ θ− − ≥ − −    (9.1) 

 
 ( ) [ ( )] ( ) ( ( ))H LD D

F Ft k d t k dδ θ δ θ− − ≥ − −   (9.2) 

 
以及： 

 
 ( ) [ ( )] 0LD

F t k dδ θ− − ≥   (9.3) 

 
 ( ) [ ( )] 0HD

F t k dδ θ− − ≥   (9.4) 

 
值得說明的是，將環境管制當局採取延遲策略進行環境誘因管制的可能性納入考

慮，並不會改變典型的逆選擇分析架構底下，僅有對應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之個

人理性限制條件（即 (9.4) 式）以及對應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之誘因相容限制條

件（即 (9.1) 式）會產生約束效果（限制效果）的標準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排除 (9.2) 

以及 (9.3) 兩條不產生限制效果限制式。另外，由於對應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之

誘因相容限制條件並不會產生約束效果，這表示我們無法藉由延遲對應於低成本（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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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型態廠商的契約執行時間點，或是讓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由

效率狀態偏離，來達到汲取訊息租金的效果，因而上述做法只會對社會福利產生負向影

響，於是我們不難推論出以下結果：在最適狀況下，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

的契約執行時間點的延遲期數將會等於零（即 0LD = ），也就是說，如果有延遲的情況

產生，也只會發生在廠商為高成本（低效率）的情況，並且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

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會維持在效率狀態。這樣，政府環境管制當局所面對的數學規劃

問題可簡化為： 

 
 ( ) [ ( *) (1 ) ( *) ]MAX E W v S V d k d Uλ θ λ= − − + − −  

 (1 )( ) [ ( ) (1 ) ( ) ]HD
Gv S V d k d Uδ λ θ λ+ − − − + − −   (10) 

 ..ts  ( ) [ ( )]HD
FU k dδ θ= ∆ −   (11.1) 

 
以及： 

 
 0U =    (11.2) 

 
其中， *d 可滿足 ( *) (1 )V d λ θ′ = + 。 

實際上，上述數學規劃問題將等同於： 

 
 [ ( ) ( ( ))]HD

FMAX v k dλ δ θ− ∆ −  

 (1 )( ) [ ( ) (1 ) ( )]HD
Gv S V d k dδ λ θ+ − − − + −   (12) 

 
如此，在給定 HD 之下，最適 d （以下以 *d 表示）必須滿足： 

 
 ( ) (1 )( ) [ ( *) (1 ) ] 0H HD D

F Gv v V dλ δ θ δ λ θ′∆ + − − + + =   (13) 

 
利用以上條件可進一步整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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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1 ) ( )
(1 )

HDF

G

vV d
v

δλ θ λ θ
δ

′ = + + ∆
−

  (14) 

 
將上式與稍早 0LD = 以及 *d 會維持在效率狀態的結果相配合，我們發現：延遲只會

伴隨著廠商為高成本（低效率）型態的情況出現，並且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廠商之

契約中的污染排放量會相對較高，也就是說，延遲會伴隨高污染排放水準。 

接下來，讓我們進一步探究政府環境管制當局選擇採取延遲策略做為環境誘因管制

工具的充分條件。為此，將 (12) 式對 HD 取導數並利用包絡定理，便可推得對任何 HD 而

言，進一步提高 HD 的邊際預期社會福利為： 

 
 ln( )( ) [ ( *)]HD

F Fv k dλ δ δ θ− ∆ −  

 { (1 ) ln( )( ) [ ( *) (1 ) ( *)]}HD
G Gv S V d k dδ δ λ θ− − − − − + −    (15) 

 
這樣，在 HD 等於零的情況下，延遲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的條件將會是： 

 
 ln( )[ ( *)] { (1 ) ln( )[ ( *) (1 ) ( *)]} 0F Gv k d v S V d k dλ δ θ δ λ θ− ∆ − − − − − − + − >    (16) 

 
即： 

 
 ln( )[ ( *)] { (1 ) ln( )[ ( *) (1 ) ( *)]}F Gv k d v S V d k dλ δ θ δ λ θ− ∆ − > − − − − + −  (17) 

 
上述條件式的左側一項即為延遲的社會利益（即政府環境管制當局透過延遲可以汲

取之訊息租金額），而右側一項乃是延遲所引起的社會成本（即延遲讓消費者剩餘延後

實現的損失），如此，條件式的成立表示延遲的利益超過延遲的成本，在這一情況下，

延遲自然可以使預期社會福利提高，也因此促使追求預期社會福利極大的環境管制當局

採取延遲策略。 

實際上，(17) 式另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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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F
εδ δ>     (18) 

 

其中：
( *)

(1 )[ ( *) (1 ) ( *)]
v k d

v S V d k d
λ θε

λ θ
∆ −=

− − − + −
 

 
由 (18) 式我們發現當 G Fδ δ= 時，政府採取延遲策略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之條件

將會成為 1ε > ，即： 

 

  ( *) 1
(1 )[ ( *) (1 ) ( *)]

v k d
v S V d k d

λ θ
λ θ

∆ − >
− − − + −

  (19) 

 
此外，透過 (14) 式可知當 G Fδ δ=  時， *d 將會獨立於 HD ，這意味如果 (19) 式

成立，那麼對於任何大於零之 HD 而言，上述延遲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之條件式（(16) 

式）都會成立，這表示在 G Fδ δ= 的情況下，若是 (19) 式不成立，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

將選擇完全不延遲，另一方面，如果 (19) 式得以成立，那麼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將會選擇

採取無限期的延遲策略（文獻上稱為停工 (shutdown) 策略）。 

前述分析顯示，當 G Fδ δ= 時，延遲期間若非是無限期，就會是完全不延遲，當 G Fδ δ≠

時，則情況將有所不同，此時之最適 d  與 HD （以 *HD 表示） ，可以透過 (13) 式以及

讓 (15) 式等於零所共同構成之下列聯立方程組解出： 

 
  ( ) (1 )( ) [ ( ) (1 ) ] 0H HD D

F Gv v V dλ δ θ δ λ θ′∆ + − − + + =    (20.1) 

  ln( )( ) [ ( )] (1 )ln( )( ) [ ( ) (1 ) ( )] 0
H

HD D
F F G Gv k d v S V d k dλ δ δ θ δ δ λ θ− ∆ − + − − − + − =  (20.2) 

 
基本上，經由上述過程求解得出的最適延遲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即

0 *HD< < ∞ ）。以下我們便進一步建立一個數值例，來展現有限期間的延遲為最適延遲

策略的可能性，此一數值例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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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 = ,
2

( ) 2V d d= , 0.4θ = , 0.2θ = , 0.5v = , 0.2λ = , 60k = , 0.98Gδ = , 0.92Fδ =  

 
在上述設定下，(18) 式可以成立，這表示延遲確實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水準，接

著，透過先前介紹的求解程序，並運用數學軟體 Mathmatica 7.0 為求解工具，我們即可

推得這一數值例底下，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的最適污染排放量以及延遲期

間將分別為 * 0.1223d = 以及 * 23.5772HD = ，其中，最適延遲期間為有限正值的結果，正

展現出有限期間的延遲為最適延遲策略的可能性。 

在繼續分析前，我們透過命題 1 總結這一小節的分析結果： 

【命題 1】 

將環境管制當局採取延遲策略進行環境誘因管制的可能性納入考慮下，  
(1) 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契約執行時間點的延遲期數將會等於零，並且對

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會維持在效率狀態。 

(2) 延遲只會伴隨著廠商為高成本（低效率）型態的情況出現，並且對應於高成本（低效

率）型態廠商契約中的污染排放量會相對較高。 

(3) 延遲可以提升預期社會福利水準的充分條件為： 

 ( )G F
εδ δ>      （其中：

v (k d*)
(1 v)[S V(d*) (1 ) (k d*)]

λ θε
λ θ

∆ −=
− − − + −

）。 

(4) 當 G Fδ δ= 時，延遲期間若非是無限期，就會是完全不延遲；當 G Fδ δ≠ 時，最適延遲

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即 0 *HD< < ∞ ）。 

值得說明的是：上述命題中有關於最適延遲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延遲的發現，

乃是過去環境誘因管制分析文獻所未曾論及的8。 

                                                                                                                                                         
8 實際上，Ueng and Yang (2005a, 2005b) 以及翁仁甫 (2007) 已發現：就管制者而言，最

適延遲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但是這些討論所涉及的管制問題，都不是本

文所討論的環境管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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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外廠商的情況 

在現實世界中，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委託外國而非本國廠商來執行計畫的情況也經常

發生，又執行計畫廠商的國籍別，顯然是影響一國社會福利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必然會

對政府環境管制當局的環境管制誘因契約安排，產生一定的影響。基於以上理由，我們

有必要考慮環境管制當局係授權國外而非國內廠商來執行相關計畫的情況9。當環境管制

當局委託國外廠商來執行計畫時，如果我們假設污染係伴隨計畫的執行發生於本國境

內，並且國外廠商之股東皆為外國籍人士，那麼，社會福利函數將縮減成為消費者剩餘

函數，如此，政府環境管制當局的目標函數在這一情況下將成為： 

 
 ( ) ( ) [ ( ) (1 ) ]LD

GE W v S V d tδ λ= − − + (1 )( ) [ ( ) (1 ) ]HD
Gv S V d tδ λ+ − − − +   (21)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在國外廠商的部份股東為本國籍人士的情況下，本文以下的主

要分析結果並不會因此改變，因此為簡化分析，我們將把討論的焦點擺在國外廠商之股

東皆為外國籍人士的狀況10。 

至於在此情況下，環境管制當局所面對的具有實質約束力之限制式，仍將會是對應

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之個人理性 (IR) 限制條件以及對應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

商之誘因相容 (IC) 限制條件如下： 

 

                                                                                                                                                         
9 Vislie (2001) 在其環境管制分析，以及翁仁甫 (2007) 在其政府當局公共財貨提供時點

延遲的分析中，都曾論及受管制廠商國籍別為外國廠商的情況。 
10 詳言之，在外國籍廠商之股份可能部份由本國籍人士所持有時，若以α （ 0 1α≤ < ）表

示本國籍人士的持股比例，則社會福利函數將為： 
( ) ( ) [ ( ) (1 ) ]LD

GE W v S V d t Uδ λ α= − − + + (1 )( ) [ ( ) (1 ) ]HD
Gv S V d t Uδ λ α+ − − − + +  

由於α 值的大小並不會影響本文的主要分析結果，因此我們將在 0α = 的設定下進行討

論，以簡化本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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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δ θ δ θ− − = − −L HD D
F Ft k d t k d   (22.1) 

 
以及： 

 
 ( ) [ ( )] 0HD

F t k dδ θ− − =   (22.2) 

 
接著，基於和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內廠商時相同的理由，在廠商為外國籍的情況下，

0LD = 和 d 會維持在效率狀態的結果仍舊成立無虞。這樣，環境管制當局在此一情況下

所面對的問題將會是： 

 
 ( ) [ ( ) (1 ) ( ) (1 ) ]MAX E W v S V d k d Uλ θ λ= − − + − − +  

            (1 )( ) [ ( ) (1 ) ( ) (1 ) ]HD
Gv S V d k d Uδ λ θ λ+ − − − + − − +   (23) 

 
 ..ts    ( ) [ ( )]HD

FU k dδ θ= ∆ −   (24.1) 

 
以及： 

 
 0U =               (24.2) 

 
實際上，上述數學規劃問題將等同於： 

 
 (1 )( ) [ ( )]λ δ θ− + ∆ −HD

FMAX v k d (1 )( ) [ ( ) (1 ) ( )]HD
Gv S V d k dδ λ θ+ − − − + −  (25) 

 
如此，在給定 HD 之下，最適 d （以下以 **d 表示）必須滿足： 

 
 (1 )( ) (1 )( ) [ ( **) (1 ) ] 0H HD D

F Gv v V dλ δ θ δ λ θ′+ ∆ + − − + + =    (26) 

 
整理以上條件可進一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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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1 ) ( )
(1 )

HDF

G

vV d
v

δλ θ λ θ
δ

′ = + + + ∆
−

 (27) 

 
上式表示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廠商之契約中的污染排放量會相對較高。接下來，

同樣可以探究此一情況下，政府環境管制當局選擇採取延遲策略做為環境誘因管制工具

的充分條件，為此，將 (25) 式對 HD 取導數並利用包絡定理，便可推得對任何 HD 而言，

進一步提高 HD 的邊際預期社會福利為：  

 
 (1 ) ln( )( ) [ ( **)]HD

F Fv k dλ δ δ θ− + ∆ −  

  { (1 ) ln( )( ) [ ( **) (1 ) ( **)]}HD
G Gv S V d k dδ δ λ θ− − − − − + −      (28) 

 
這樣，在計畫執行廠商為外國廠商的情況下，當 HD 等於零時，延遲可以提高預期社

會福利的條件將會是： 

 
 ( )G F

ηδ δ>       (29) 

 

其中：
(1 ) ( **)

(1 )[ ( **) (1 ) ( **)]
v k d

v S V d k d
λ θη

λ θ
+ ∆ −=

− − − + −
 

由 (29) 式我們發現當 G Fδ δ= 時，政府採取延遲策略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之條件

將會成為 1η > ，即： 

 

 (1 ) ( **) 1
(1 )[ ( **) (1 ) ( **)]

v k d
v S V d k d

λ θ
λ θ

+ ∆ − >
− − − + −

   (30) 

 
此外，透過 (27) 式可知當 G Fδ δ=  時， **d  將會獨立於 HD ，這意味如果 (30) 式

成立，那麼對於任何大於零之 HD 而言，延遲可以提高預期社會福利之條件式（(28) 式）

都會成立，這表示在 G Fδ δ= 的情況下，若是 (30) 式不成立，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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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完全不延遲，另一方面，如果 (30) 式得以成立，那麼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將會選擇採取

無限期延遲策略（停工策略）。 

至於當 G Fδ δ≠ 時，則情況將有所不同，此時最適 d 與 HD 組合（以下以 **HD 表示），

將是可以透過 (26) 式以及讓 (28) 式等於零所共同構成之下列聯立方程組加以解出： 

 
 (1 )( ) (1 )( ) [ ( ) (1 ) ] 0λ δ θ δ λ θ′+ ∆ + − − + + =H HD D

F Gv v V d    (31.1) 

 (1 ) ln( )( ) [ ( )] (1 )ln( )( ) [ ( )H HD D
F F G Gv k d v S V dλ δ δ θ δ δ− + ∆ − + − −  

       (1 ) ( )] 0k dλ θ− + − =  (31.2) 

 
同樣的，經由上述過程求解得出的最適延遲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即

0 **HD< < ∞）。如果再次利用前一小節所建構的數值例為例，那麼當模型中的公共計

畫執行廠商為外國廠商時，對應於低效率型態廠商的最適污染排放量以及延遲期間將分

別為 ** 0.1223d = 以及 ** 51.9373HD = ，其中，最適延遲期間為有限正值的結果，展現

出在計畫執行廠商為外國廠商的情況下，最適延遲策略仍然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 

在結束本小節的討論前，以命題 2 彙整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外廠商下的主要分析結果： 

【命題 2】 

(1) 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契約執行時間點的延遲期數將會等於零，並且對

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會維持在效率狀態。 

(2) 延遲只會伴隨著廠商為高成本（低效率）型態的情況出現，並且對應於高成本（低效

率）型態廠商契約中的污染排放量會相對較高。 

(3) 延遲可以提升預期社會福利水準的充分條件為： 

 ( )G F
ηδ δ>   （其中：

(1 )v (k d **)
(1 v)[S V(d **) (1 ) (k d **)]

λ θη
λ θ

+ ∆ −=
− − − + −

）。 

(4) 當 G Fδ δ= 時，延遲期間若非是無限期，就會是完全不延遲；當 G Fδ δ≠ 時，最適延遲

期間將有可能是有限期間的延遲（即 0 **H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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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較命題 2 與命題 1 的內容，可發現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在廠商國籍別為本國或

外國籍等兩種不同情況下所選擇的最適契約內容，雖然存在一些相似處，但又似乎並非

全然相同，至於其間具體差異為何？則是本文下一小節的討論主題。    

四、廠商國籍別對於政府環境管制措施的影響 

以上我們已就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內以及國外廠商的情況，分別進行了相關討論，接

下來便利用稍早的分析結果，進一步探究廠商國籍別對於政府環境管制措施的影響。 

由於 Gδ 與 Fδ 是否相同，會影響到相關比較分析的結果，因此以下將分成 G Fδ δ= 以

及 G Fδ δ≠ 等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一) δG = δF情況下的比較  

透過命題 1 以及命題 2 可知，當 G Fδ δ= 時，政府環境管制當局若不是採取無限期延

遲策略（停工策略），就是採取完全不延遲策略，並且當情況為採取完全不延遲策略下，

比較 (14) 式以及 (27) 式不難發現， **d > *d ，也就是說，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

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商時，對應於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的最適污染排放

量會比較高，至於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則是無論廠商國

籍別為何，都會維持在效率水準（這一部份同樣請參考命題 1 與命題 2 的結果）。探究

上述結果背後的經濟理由，乃是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

廠商時，透過讓高成本（低效率）型態廠商的污染排放水準由效率狀態偏離一小單位所

能汲取的訊息租金，將會由 ( ) HD
Fvλ δ θ∆ 元成為較高的 (1 ) ( ) HD

Fvλ δ θ+ ∆ 元（這是由於相

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商時，社會剩餘將不包括生產者

剩餘，這樣，透過公基金來融通一塊錢補償性貨幣轉移金的社會成本，將會由λ元成為

(1 )λ+ 元，在污染排放扭曲所引起的消費者剩餘減損效果，不會因為廠商國籍別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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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情況下，上述訊息租金汲取效果的差異，便成為造成 **d > *d 結果的原因。 

(二) δG ≠ δF情況下的比較 

在 G Fδ δ≠ 的情況下，若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內廠商，則利用 (20.1) 以及 (20.2) 兩式，

我們可以整理出在最適契約組合下，下列條件式必須成立： 

 

 ln( )( )1 [ ( ) (1 ) ]
ln( )[ ( ) (1 ) ( )]

F

G

k d V d
S V d k d

δ λ θ
δ λ θ

− ′= − + +
− − − + −

 (32.1) 

 
上式可改寫為： 

 
 ln( )( )[ ( ) (1 ) ] ln( )[ ( ) (1 ) ( )] 0F Gk d V d S V d k dδ λ θ δ λ θ′− − − + + − − + − =   (32.2) 

 
若執行廠商為國外廠商，利用 (31.1) 以及 (31.2) 兩式可整理出在最適契約組合

下，下列條件式必須成立： 

 

 ln( )( )1 [ ( ) (1 ) ]
ln( )[ ( ) (1 ) ( )]

F

G

k d V d
S V d k d

δ λ θ
δ λ θ

− ′= − + +
− − − + −

 (33.1) 

 
上式可改寫為： 

 
 ln( )( )[ ( ) (1 ) ] ln( )[ ( ) (1 ) ( )] 0F Gk d V d S V d k dδ λ θ δ λ θ′− − − + + − − + − =  (33.2) 

 
比較 (32.2) 以及 (33.2) 兩式可以得知，當 G Fδ δ≠ 時，最適契約中的 d 一項，將不

會因為計畫執行廠商之國籍別而有所差異，即在此一情況下， *d = **d 。這樣，在

* **d d d= = 以及 *H HD D= 的情況下評估 (28) 式，便可推得廠商國籍別為外國籍時，

HD 由 *HD 進一步提高的邊際預期社會福利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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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n( )( ) [ ( *)] { ln( )( ) [ ( *)]H HD D
F F F Fv k d v k dδ δ θ λ δ δ θ− ∆ − + − ∆ −  

 *(1 ) ln( )( ) [ ( *) (1 ) ( *)]}HD
G Gv S V d k dδ δ λ θ+ − − − + −  (34) 

 
由於 *d 與 *HD 可以使 (20.2) 式成立，這表示 (34) 式中的大括號一項會等於零，

因此 (34) 式的符號將決定於 *ln( )( ) [ ( *)]HD
F Fv k dδ δ θ− ∆ − 一項，又由於 

*ln( )( ) [ ( *)] 0HD
F Fv k dδ δ θ− ∆ − > ，因此 (34) 式將會大於零，而 (34) 式符號為正表示當

計畫執行廠商為國外廠商時，延遲期間由 *HD 進一步提高將可以使預期社會福利水準提

高，這意味 ** *H HD D> ，也就是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

廠商時，最適延遲期間將會比較長。至於產生上述 ** *H HD D> 結果的經濟理由為：相對

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商時，透過些許延後對應於高成本

型態廠商契約的執行時點所能汲取的訊息租金，將會由 ln( )( ) [ ( )]HD
F Fv k dλ δ δ θ− ∆ − 元變

成較高的 (1 ) ln( )( ) [ ( )]HD
F Fv k dλ δ δ θ− + ∆ − 元，事實上，就是這一差別導致了 ** *H HD D>

的結果。當然，以上關於廠商國籍別差異對於最適契約內容影響效果的比較分析結果，

也可透過本文稍早所建立的數值例來展現，詳言之，在該數值例之相關設定下，可得出

* ** 0.1223d d= = 的結果，這顯示了最適契約中的污染排放水準，將不會因為計畫執行

廠商之國籍別為本國籍或外國籍而有所不同，另外， ** 51.9373 * 23.5772H HD D= > = 的

結果，則是展現了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商時，最適

延遲期間將會比較長。 

接著讓我們將以上比較分析結果整理於命題 3： 

【命題 3】 

(1) 當 G Fδ δ= 時，政府環境管制當局若不是採取無限期延遲策略（shutdown 策略），就

是採取完全不延遲策略，並且當情況為採取完全不延遲策略下， **d > *d ，也就是說，

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商時，對應於高成本（低效

率）型態廠商的最適污染排放量會比較高，至於對應於低成本（高效率）型態廠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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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水準，則是無論廠商國籍別為何，都會維持在效率水準。 

(2) 當 G Fδ δ≠ 時， *d = **d ，亦即最適契約中的污染排放水準，將不會因為計畫執行廠

商之國籍別而有所差異。又相對於廠商為國內廠商的情況，當執行計畫廠商為國外廠

商時，最適延遲期間將會比較長（即 ** *H HD D> ）。 

 
命題 3 的結果隱含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在進行環境誘因管制時，為達成極大化預期社

會福利的目標，應視計畫執行廠商之國籍別來設計其最適誘因契約，又本文所進行的比

較分析結果，可做為政府環境管制當局進行環境誘因管制時，依據計畫執行廠商之國籍

別，設計其最適誘因契約內容的參考依據。 

此外，由於 Gδ 與 Fδ 是否相同，對於本文的分析的結果會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有

必要釐清 G Fδ δ= 或 G Fδ δ≠ 才是比較適當的模型設定方式？基本上，合理的說法為：在

存在市場不完美 (market imperfections) 以及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s) 的前提下，無論

廠商國籍別如何，我們都無法排除政府環境管制當局與廠商所面對的貼現因子將有所差

異的可能性11。 

參、結論 

鑒於過往關於資訊不對稱下的環境管制分析，皆未將環境管制當局可採取延遲策

略，做為管制政策工具的可能性納入討論的範圍。本研究藉由擴展 Boyer and Laffont (1999) 

的當事-代理環境管制分析架構，將政府環境管制當局可以採取延遲策略，做為其環境誘

因管制工具的可能性納入考慮，建構出一個考慮延遲策略的環境誘因管制模型，進行政

府環境誘因管制措施的福利與經濟影響效果分析。 

                                                                                                                                                         
11 關於 Gδ 與 Fδ 相互關係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考 Ueng and Yang (2005a) 第 3.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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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針對計畫執行廠商國籍別為本國或外國籍等兩種不同情況，分別提出了

政府環保當局採取延遲策略可以提升預期社會福利水準的前提條件，並發現無論廠商國

籍別為何，最適延遲策略都有可能會是有限期間的延遲，而不是文獻中所曾考慮過的完

全不延遲或是無限期延遲（停工）策略。此外，文中也進一步探究了廠商國籍別對於政

府環境管制措施的可能影響，同時彙整出兩種不同國籍別狀態下最適環境誘因管制契約

內容的具體差異，基本上，相關比較分析的結果，可做為政府環境管制當局進行環境誘

因管制時，依據計畫執行廠商之國籍別，設計其最適誘因契約內容的參考依據。 

最後，本文分析是在計畫執行廠商的可能型態只有兩種（即低成本（高效率）與高

成本（低效率）兩種型態）的前提下進行的，未來可以嘗試在廠商的可能型態超過兩種，

甚或是在廠商可能型態為連續的設定下進行討論。再者，於計畫執行廠商為外國廠商的

情況下，我們假設廠商執行計畫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染將全數排放於國內，進一步討論執

行計畫外國廠商之汙染僅有部份排放於國內，而部份係於國外排放的情況，則是另一個

可以嘗試的調整方向。 

 
 
(收件日期為民國 99 年 5 月 25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0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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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s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ften dis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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